· [bookmark: _Toc38973705]用爱，征战生命的疆场——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战疫记
“老夫聊发少年狂，赴汉口，跨长江，医亦凡人，匹夫尽责灭疫狼。”上飞机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在朋友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2月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三医院和人民医院组成的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征。59岁的安友仲是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专家组组长。曾经血气方刚的“重症敢死队队员”，而今双鬓华发，但出征时的英雄气概丝毫不减当年。
从1月26日开始，10多天里，按照国家卫健委统一部署，北京大学先后派出四批援鄂医疗队共426人奔赴武汉。在新年伊始进行的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他们用精湛的医术、无私的奉献、决胜的信念，诠释着北大人的初心与使命。
天刚刚破晓，凌晨5点，北大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王光杰便从老家山东省茌平县出发了，他着急回北京与医疗队汇合。
听说丈夫要去武汉，第一次和王光杰回老家过年的妻子，心里沉了一下，但很快就想通了，“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
这天是1月26日，大年初二。下午，北京大学三家综合性附属医院集结选派的首批60名医护人员，与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仁一道，组建成“北京超强阵容医疗队”，共赴疫情中心湖北武汉。
2月1日，由12名医护、管理人员组成的北大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发。与安友仲同乘一架飞机的，还有北大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北大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越、北医三院院长乔杰。
“我是作为一名有着30年呼吸专业经验的临床医生到一线的。”作为国内知名的呼吸学科专家，刘新民从接到命令到赶赴武汉，只花了几个小时。
不断往上跳动的确诊病例数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北大奔赴一线的援兵同样在增加。
2月6日，伴随着北京纷纷扬扬的大雪，作为北大第三批援鄂医疗队，20位北大医学人出发了。2月7日，北大建校以来组织的最大规模医疗队——第四批334人的超强阵容出征，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带队。
四批援鄂医疗队、三家附属医院、426人，这是北大驰援湖北的阵容。这些人中，有刚满24岁青春活泼的护士，有推迟婚礼的准新郎，有刚当上父亲的青年医生，有吻别三岁稚子的母亲，有刚刚给孩子断奶的妈妈，覆盖了医院的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管理科等科室。
出征前，有母亲一晚没睡，凌晨3点就开始蒸馒头为即将上前线的儿子送行。有人把银行卡密码写在纸上，留给家人。有人自始至终都没告诉父母，母亲从电视上看到新闻，哭着打电话过来。有人向三岁半的儿子解释，自己是去一个叫“武汉”的地方打“怪兽”。送别的时候，很多人哭了。从机场去驻地的大巴上，有人默默在车窗上留下几个字——“武汉加油！人民必胜！”后面还画上了一个笑脸。
同样，援鄂医疗队中，既有经验丰富的专家，也有新锐的医生；既有经历SARS考验的资深护士长，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护士，有的医疗护理专家还执行过抗震救灾、援藏等重大医疗支援任务，组成了“党员带头、新老搭配、专业互补”的援鄂医疗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抵汉后，医疗队内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收到多名队员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他们为什么此时选择入党？队员李蕊说：“在这次疫情中，我看到了许多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我想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感染防控是医疗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防护设备能有效避免医护人员本身被感染，但穿戴起来极为复杂。从防化服到防护服，从手套到口罩，从护目镜到纸尿裤……队员们根据培训视频，将穿戴流程整理成文字版本，并将重点标记在上面，两人一组反复演练。
1月28日晚9点，经过防护规范培训和熟悉工作环境之后，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12名队员，进驻刚刚改造完成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感染隔离病房。真正的战役开始了！
采取“九三制”分四个班轮换的首批六支国家援鄂医疗队，当晚就收治12例新冠肺炎患者。本来每组六小时的班，实际上包括穿脱隔离衣、交接班、完成各种防护流程，前前后后加在一起需要10个小时。
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抵达后，此前的国家医疗队分为三支医疗队，集中攻坚重症患者的救治。
随着工作的开展，重症患者会越来越多，该如何提高效率、保证国家医疗队的水准？从抵达武汉的第一天，安友仲就在思考这一问题，专家组成员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提供给患者最佳的治疗手段与最优化的治疗方案，保证诊疗过程的精细化、标准化、程序化。
北京大学三家附属医院充分沟通，专家组团队和医疗队员一起，结合指南细化诊疗细节，甚至就抗生素、激素、丙种球蛋白使用指征等常见问题进行讨论，制定统一原则，最终确定了《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入院病人初步处理流程和原则》。
随着第三批、第四批“大部队”的到来，2月8日晚9点，三家附属医院独立接管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新病区正式启用。
新病区开放的第一天，一夜之间有条不紊地收治30多名重症患者，流程规范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我们共同制定了疾病标准化处理流程，医疗队中不论是谁参与治疗护理，执行的都是‘国家队标准’。”安友仲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郭维说，重症病区收治的部分患者需要机械通气，开放气道可能会带来更危险的病毒暴露，这对防护的要求更高了。而且，随着重症患者的集中增加，对经鼻高流量氧疗仪、呼吸机、吸痰器等医疗设备的需求逐渐增大，病区的设备支持仍需加强。
“医疗队也一直在跟各有关方面沟通设备和耗材保障的问题。”安友仲说，对于重症患者的救治，医疗设备和耗材的支持十分重要，医疗队已通过最大限度挖掘当地医院的库存设备来充实病房。
医院病房难以满足传染病负压病房的要求，医疗队就在院方协助下，在病房里安装了几台强力排风扇。“把病房里的空气向外引，形成相对负压，希望能够对医务人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郭维说。
在重症病区，每一位患者的病情都很严重，每一位患者都渴望尽快得到救治。开医嘱、问病史、查体、抢救……医疗队员们恨不得自己长出三头六臂，不愿意耽误任何一点时间。在隔离病房里，穿着闷热的防护服，需要消耗更多的体力说话、工作，为了节省防护服，他们又都选择尽量减少吃喝。
医疗队员被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谁也不认得谁。为方便工作交流，大家在防护服上写下名字，同时也写下“加油”“棒棒哒”等鼓励的温暖字眼。名字给同事看，“加油”给患者看。
紧张的工作过后是从未有过的剧烈头痛和虚脱般的精疲力竭，曾经在2017年参加“组团式”援藏在藏区工作一年的李冉笑称：“防护服下的缺氧感，比我在拉萨还严重，让我恍惚间回到援藏的日子。”
但当交班时看到第一位入院的休克患者血氧饱和度升到90%，循环恢复、呼吸平稳的状态，他感到特别欣慰：“一切都值得！”
没有护工也没有家属陪伴，在重症隔离病房中，患者的日常饮食、大小便以及护理都需要护士亲力亲为。除了负责危重病人的生命体征监测外，重症隔离病房的护士们还成了护工、清洁工、送餐员，给病人抽血、输液、打饭、发药，给卧床病人擦拭大便，每天无数次的近身操作，稍有不慎就有被感染的风险。
身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平时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的护理操作，一下子变得很艰难，有时需要两个甚至更多战友一起协助完成。每一位队员都是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即使这样，团队里没有一位队员掉队。
“如果此时我们不关爱他们，他们还能靠谁呢？”北大人民医院护士长赵礼婷的一句话，道出了每一位战友的心声。
“医生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出院啦？”
“别着急，我们再核实一下核酸检测和CT结果。”
2月19日中午，在中法新城院区B栋11层西区病房内，一位患者即将出院。疫情在一天天好转，病区的情况慢慢趋于稳定，越来越多患者康复更是让医护人员们欣喜，更坚定了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治疗、护理之外，医护人员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抚慰病人的心理。“有很多病人得了病之后，把医院当成自己唯一的希望。”李冉说，有些病患全家人都得病了，无人照顾，除了医护人员外就没有人可以从心理上安慰他们。“很多病人老是说觉得憋气，其实可能是想你时常去看看他，你在他身边，他就会安心很多。”
越来越多的暖意开始在病房内回荡，北大第一医院护士于淼在援鄂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
病房里，有位奶奶需要使用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但是特别不配合，头总是扭来扭去。在给她戴好面罩以后，于淼发现她的头发特别乱，于是就对她说：“奶奶，我给你把头发梳一下吧，这样能舒服一点。”
这位病人愣了一下，冲她伸出了大拇哥。于淼赶紧把她的头发梳好，在头顶给她梳了一个小辫子。
慢慢地，她变得很安静了，也很耐受无创呼吸机了，在于淼和医生准备离开病房时，她又冲于淼竖起大拇哥。于淼觉得，这是病人感受到了她的善意，同时回报以感激。
“把病人当作人，不是当成细胞和组织。”安友仲时时嘱咐医生护士，查房时，要叫病人名字，而不是几床的代码，“叫名字是在不断提醒对方，他姓甚名谁，他还活着”。
一位奶奶进入隔离病房，看到大夫、护士规范条理、严谨细致的接诊，听到医护人员和蔼耐心的问诊、叮嘱，多日来积压的恐惧和压力一下释放出来，她紧紧握着护士的手大哭起来：“你们真是太好了！遇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武汉的天气渐渐暖了起来，医疗队的成员也在被这座城市的人温暖着。
1月30日是北大第一医院援鄂队员王颖的28岁生日，大家聚在一起为她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生日会。
听说是医疗队买的蛋糕，店方立刻送货，由于封路，师傅步行加骑行六公里，才把蛋糕送到，分文未取，贴心的酒店餐厅还为王颖准备了长寿面。
王颖悄悄地抹去眼泪，身处异乡，这个集体让她的恐惧烟消云散，她感叹：“武汉，真美！武汉人，真美！”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支援鄂医疗队无一人感染。安友仲希望疫情能尽快过去，把队伍平安带回北京。
每天结束工作后，王光杰都疲惫不堪。但不论多累，他都会在卸下防护服后第一时间与妻子联系，那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人。他说，虽然不讨厌冬季，但他更期待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期待处处生意盎然。
情人节那天，李冉的妻子给他发来短信：“你奔赴前线后的每天，都在想迎你回来那一刻的样子，我想我们会微笑相视，一起牵手回家，相伴走过今后的漫漫长路。”对此，李冉也在期待着，他还想着，以后能有机会带妻子来武汉，看春天美丽的樱花，看看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城市。
作为一位母亲，在武汉的每一天，于淼都会想念自己的孩子，每次视频时儿子问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的心头总是酸酸的。但她觉得，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春天和爱，都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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